
《大唐三藏圣教序》简称《圣教序》，其中的
“圣教”，指的就是《西游记》中的唐玄奘从印度
取回的佛教经典。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历史
上的唐僧并不是唐太宗李世民公派出国的，而
是“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偷渡去印度的。但他经过十七年（628年-645年）
的努力，不但在印度的佛学辩论中力挫群雄，
而且取回了657部佛经，亦即圣教。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唐太
宗安排他住在长安（西安）弘福寺译经。贞观二
十二年（648年）八月李世民亲自为这些译经作
序，这就是著名的《圣教序》的来历。永徽三年

（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西院筑五层
塔（即今之大雁塔）贮藏经像。

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的《圣教序》，一
般人是没有资格书写的。目前较著名的《圣教

序》碑刻有两处：最早由“唐初四大书法家”之
一的褚遂良书写的称《雁塔圣教序》，亦称《慈
恩寺圣教序》；后来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
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的称《唐集右军圣教序并
记》或《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因碑首横刻有
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

褚遂良书写的《圣教序》楷书碑，唐永徽四
年（653年）立石。因在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故
又名《雁塔圣教序》。与“圣教”相关的褚书石
刻，还有一块，是唐高宗李治撰文的《大唐皇帝
述三藏圣教记》。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书法地
位，当时褚遂良书写御撰《圣教序》，都是毫无
争议的不二人选。

时隔19年之后，由弘福寺沙门怀仁从内府
所藏的王羲之书法中集成的另一部《圣教
序》———《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问世了，这项
历时长达二十四年（648年-672年）的大工程，由
京城法侣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
静藏镌字的《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碑，立石于
西安弘福寺，后移至西安碑林，现藏西安博物
馆。

集字固然不是出自集字者亲笔，然而在某
种意义上说，其难度要远远超过亲笔书写。因
为集字首先要搜集到所需的全部字库，这是一
项极其艰巨的任务。经过长达二十四年的努
力，通过内府查找、各地搜集、全国征募等多种
途径完成的《圣教序》所需王羲之字库，其艰辛
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集字还要考虑所选字风格
的大致统一、上下字之间笔法的连贯，同一个
字重复出现时，还要考虑避免字形的重复与雷
同，同时兼顾与相邻字的大小、斜正、疏密、动
静等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当无法直接找到所需
要的原字时，还需集字者从其他的多个原字中
选择合适的偏旁部首，或放大，或缩小，或变
宽，或变窄，或调整角度，或重新搭配，等等；若
仍无法满足需要，甚至还有用少量草书代替
的。集字的章法也要尽量借鉴王羲之的典型模
式，同样的字，如果排列形式稍有区别，在视觉
效果上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所以，尽管只有
2400余字的《圣教序》，却花去了怀仁和尚整整
二十四年的时间。

与褚遂良版的《圣教序》相比，《怀仁集王
羲之圣教序》的意义更大。原因如下：

1 .在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地位，无论在时
代还是书法水平及影响上，都无疑是高于褚
遂良的。尤其在唐太宗眼里，王羲之是“尽善
尽美”的，怀仁用书圣王羲之的字来匹配唐太
宗的撰文，无论是出于艺术的考虑也罢，还是
有取悦唐太宗的目的也罢，都堪称聪明之举。

2 .在后世王羲之真迹片纸无存的情况下，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为王羲之书法的保存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在褚遂良的
楷书《圣教序》之外，借书圣之手，为时人和后
人展现了《圣教序》的另一种行书面目。

3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在字数上是
王羲之《兰亭序》的十倍以上，这无疑为后人
学习王羲之书法提供了更大的资料库。而且，
从《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看来，我们也可以
排除《兰亭序》为唐人书写的错误说法，可见
该碑刻的价值之大。

当然，《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毕竟不是
王羲之一气写成的，章法布局上也与王羲之
其他作品有差异，尤其是个别字势连贯不够、
行气不足等，但瑕不掩瑜，这些不可避免的遗
憾，我们可以通过参考王羲之的《兰亭序》、

《丧乱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二谢
帖》等细加体会，从而通过长期的临摹与感
悟，逐渐学得王羲之书法的真谛。

如果说唐僧是在行程万里、历时十七年
后终于取得正果的话，那么，怀仁和尚一直浸
泡并取舍于王羲之的法帖之间，其二十四年
间专心于斯的寂寞与执着，至少在我看来是
丝毫不亚于唐玄奘的。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副院长，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我的老师田仲济先生
【山师学人之一】

□刘增人

因为那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刻。那次我可是物质与精神双丰收，居然无意中见
识了那么大的学者平易亲切的风采。

【碑刻漫话】

唐僧取经
与《圣教序》碑
□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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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心里却
犹疑起来。因为我1959年考
进山东师院中文系读书时，
田仲济先生已经是副院长。
四年里，他没有给我们上过
一节课，也从未作过一次学
术报告。尽管久闻大名，却难
有一面之缘。

第一次见到田老，是
1964年暑假。1963年我从山
东师院中文系毕业，与高照
福、张肇勋、李长芹三位学
兄一起分配到泰安教师进
修学校任教。这学校后来曾
先后改名为泰安半工半读
师范专科学校、泰安师专
等，现在叫做泰山学院。我

们四人，都安排到函授部，
除长芹兄后因故回到故乡
外，都教古代文学，住在同
一间教研室，每人占据一个
角落、一张木板床、一张三
抽屉桌。一年内，我从《诗
经 》的《 七 月 》教 到《 牡 丹
亭》、《红楼梦》——— 中国古
代文学的发展路径，总算大
体摸索清楚了。不料第二学
期末，函授部领导安排我改
教现代文学。那时，除去服
从，绝对没有其他选择。但
我还是找到1 9 6 3年从山东
师院中文系调到泰安担任
中文科主任的书新先生“诉
苦”求教。他听完我说的一
大堆困难后，笑眯眯地说：

“我带你去找真正的老师。”
于是，我跟从书新先生回到
山师造访田仲济先生。田老
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不要着
急，学问不是一天两天学到
手的，先把《鲁迅全集》和

《中国新文学大系》（后来我
也带研究生了。第一堂课也
总是要求他们细读这两部
书）通读一遍，再有时间不
妨选择几种书新先生从上
海买回的旧期刊，例如《前
哨》、《拓荒者》、《文学》等
仔细看看……谈话时间不
长，田老便说带我们出去吃
饭。我懵懵懂懂跟着两位前
辈，东拐西绕，竟然走进了
纬四路的“燕喜堂”。我虽然
在济南呆过四年，但从来没
有想过与“燕喜堂”有任何
关联的事物，更不要说走进
去吃饭。坐下来后，田老才
说：“今天请你们吃烤鸭。”
什么是烤鸭？怎么吃法？对
于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课题”。田老不嫌弃我这
“贫下中教”土得掉渣、没有
见过世面，居然亲自用面饼
卷起鸭肉，包上大葱、面酱，
教我一卷卷“吃烤鸭”。因为
那是第一次，印象特别深
刻。那次我可是物质与精神
双丰收，居然无意中见识了

那么大的学者平易亲切的
风采。

1978年，田老开始招收
研究生了，我写信去问我能
否报考，特别想实现自己真
正当一回田老的学生的夙
愿。田老说，来联系的人很
多，你不但要认真准备专业
课，更需要外语过关，后者
尤其重要。得到首肯后，我
立马兴冲冲地到校长办公
室请求给报名申请书加盖
公章。不料掌控公章的秘书
说：领导有规定，讲师及以
上职称的人离校，必须有主
要领导签字才可以加盖。我
于是挨个找书记、找校长，
充分体会到什么是推诿扯
皮、什么是圆滑世故。大概是
找得他们过于厌烦了，就让
我听通知，说党委联席会研
究后再说。十多天后，秘书先
生通知我：你可以报名了，不
过报名时间已经过去一周
多，明年再说吧……我的满
腹怨气让书新先生知道了，
也就让田老知道了。他托人
捎信说：人总要换位思考。哪
家学校不想留住受学生欢迎
的老师？这样的老师纷纷离
去，学校怎么能办好？而且，
读研自然是提高水平的好机
会，但绝非唯一的途径。在教
学中发现课题，通过研究指
导教学，科研与教学互相促
进，应该是大多教学者的成
功之道……

1980年冬天，我要去青
岛查阅关于叶圣陶、王统照、
臧克家的研究资料，但听说
旧中国的报纸，青岛都作为

“敌伪档案”收藏在青岛市档
案馆，非持有省级以上的介
绍信才允许查阅。我所在的
学校，是县处级单位，所在的
地区，也不过是个厅局级单
位。无奈之下，只好求助田
老。他没有迟疑，马上给时任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朋
友亲笔写信，青岛的丁部长
又给我开具了青岛市委宣传

部的介绍信，还特地给档案
局的领导打电话希望安排我
前往查阅。那次造访，所获甚
丰，只是青岛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报纸基本没有收藏，
即使有也不过每年两三张散
页，田老在这里创办的几个
副刊的情况，终于没有着落。
心中的怅惘，久久无法稀释。

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会在海南召开年会。在
椰子树婆娑的树影下，我见
到了田老，他继续关注着我
的王统照研究的进程；见到
了樊骏先生，他鼓励我把王
统照研究这一颇为寂寞的工
作坚持下去；见到了代表贾
植芳先生向田老问好的复旦
大学陈思和先生，知道了我
们这个学科还有这样的青年
才俊……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
2012年1月14日，田老病逝于
济南千佛山医院，享年 9 5

岁。1月 2 0日，遵照田老遗
愿，亲属和学生们来到青岛
海边，将田老和师母预留的
骨灰一同海葬。那天正是旧
历的“腊八”，码头上浓云密
布，阴风低吼，天气和人们
的心情一样阴沉。不料船行
至一号海域，即我们此行的
目的处，却突然云开风停，
一抹灿烂的云霞缓缓地装
扮着海空。只见船尾处鸥鸟
翔集，白浪翻卷，田老夫妇
的骨灰，伴随着鲜花，徐徐
撒入碧绿的海水。这里是田
老文学生涯的起点，也是生
命的最终归宿。华枝春满，
天心月圆，从旧中国到新中
国，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创作
与研究并重，著述和育人齐
驱，田老可谓生荣死哀，功德
圆满矣！

高天厚土，海阔风轻，愿
在你们宽厚的怀抱里，妥安
这一伟岸的魂灵！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
青岛大学教授）

西式论文的负面影响【学术观察】

□谢泳

学术的自信源于对学术的忠诚，好的中国文史研究，似乎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硬
往西式论文格式上靠。

中国学界现在普遍流行
的论文格式是西式的，以专
业学术期刊和大学学报为主
要代表，据说此类文章基本
没有真实阅读量，而只有升
职统计量，当然这个判断可
能只代表部分人情绪化的态
度。

西式论文的格式是先陈
述所谓学术史，再表达创新
处，强调处处有注解、句句有
来历，得意处是注释比正文
长才专业。西式论文格式，对
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可能有较
高合理性，比如经济学、社会
学、法学等，但对中国文史研
究，我以为基本不合适。一个
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它合适，
为什么陈寅恪、胡适、傅斯
年、钱锺书他们早年不提倡
这个东西？我们难道比陈、
胡、钱高明？陈、胡、钱一生文
体，都是中国传统文史研究
的格式。我近年观察，此类西
式论文的流行，已在相当大
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史
的表达方式，甚至可以说害
了中国的文史研究，现在很
多学中国文史的研究生，不
会写文章，写不了像样的文
章，可能与这个训练不无关

系。
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方

式，文体多样，掌故、笔记、诗
话、札记、批注等，核心都在
有新材料和真见识，讲究的
是文章做法，不在字数多寡，
但要言之有物，要有感而发，
所以学术研究中饱含作者个
人才情。好的中国文史研究，
不拿架子，不装腔作势，凡陈
语腐言，一概摈弃。

西式论文成为学界主
流，大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是在提倡学术规范中引
进的，后来大学评价体系完
善后，西式论文就成了学术
主流，不按这个规则写出的
文章即不合法，不成为学术
文章，流风所及，今天西式论
文已是独步天下，所有学术
期刊都统一到了一个格式
上。

文体变革直接关乎思想
表达和文化传承。陈寅恪当
年对佛经在中土流传中的文
体变化极为敏感，他专门注
意过佛经“合本子注”的演
变，很早就察觉到了文体在
思想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
在名文《论韩愈》中总结韩愈
的贡献，有一项就是文体。陈

寅恪说：“古文乃用先秦、两
汉之文体 ,改作唐代当时民
间流行之小说，欲借之一扫
僵化不适用于人生之骈体
文，作此尝试而能成功者，故
名虽复古，实则通今，在当时
为最便宣传，甚合实际之文
体也。以文为诗，尤为独创。
较之华译佛偈，有诗之优美，
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
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
后。”

陈寅恪自己的文体就是
传统中国文史研究格式融合
西方学术研究精神后形成的，
比如在学术研究中对何谓独
创与何谓别人已有学术观点
和史料，陈寅恪叙事中极为明
晰，自己的发明绝不轻易让
渡，而对别人的创新研究时时
表示敬意，哪怕是偶然意外重
复，陈寅恪都要特别加以说
明。但陈寅恪的文体是中国
的，形式上没有一点洋气，钱
锺书更是如此，他的文体一直
走中国传统诗话的路子。但
陈、钱的文体并没有影响他们
在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文史研究的文体问
题相当重要，它本身有自己
的文化传统，在漫长的文明

演进过程中，在文体和思维
方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
点，考证、义理、辞章的完美
结合，始终是学术大家的共
同特点。而西式论文成为学
术体制评价主流后，中国传
统文史研究的特点基本就消
失了。我们今天很难在正统
主流学术期刊上看到考证、
义理、辞章统一的好文章，所
见多是大而无当，空话连篇，
以粘贴史料、转述各方观点
为主要叙事模式的高头讲
章。

学术的自信源于对学术
的忠诚，好的中国文史研究，
似乎没有必要削足适履，硬
往西式论文格式上靠。我以
为理想的中国文史研究应当
满足如下三个条件：一、汉语
写作；二、中式文体；三、个人
情感。

西式论文主导学界是学
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带来
的一个恶果，它适应于升职
称、拿课题和套经费的量化
管理，现在应该是反省的时
候了。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教授)

田仲济先生1943

年摄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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